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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

——基于与斯大林、布哈林等相比较的视域

吕佳翼，徐 涛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围绕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在列宁去世前后的党内论争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既

与列宁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也存在着侧重点的不同。托洛茨基强调新经济政策应以发展国有大工业为

中心，以此作为平衡工农业、以社会主义因素主导资本主义因素的枢纽。且由于以国有工业为中心，

因此强调“统一计划”的地位。托洛茨基与布哈林在经济发展上提出了两种对立的思路；而 1928 年后

斯大林的“超工业化”、强制农业集体化不仅与托洛茨基的渐进政策有量的不同，也有质的差别。托

洛茨基不是“先知”，其视域中也有严重的盲点；但他的工业化思想，工人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思想，

以工业为枢纽扼制阶级分化、实现工农业平衡的思想，则不仅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宝贵的发展，

且至今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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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sky and New Economic Policy：Through Comparison with 
Stalin’s and Bukha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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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problem of New Economic Policy, Trotsk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conomic thoughts 
in the inner-party debates before and after Lenin’s death, which not only reached a considerable consensus 
with Lenin, but also had different emphases. Trotsky stressed that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tate-owned industry, which would balanc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subordinate 
capitalist factors to socialist factors. And because the state-owned industry was treated as the center, th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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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n integrated plan” was emphasized. Trotsky and Bukharin put forward two opposite idea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1928, Stalin’s “sup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ced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were not 
only quant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Trotsky’s progressive policy, but also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Trotsky was not a 
“prophet”, and there were serious blind spots in Trotsky’s vision. However, his thought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thought of planned economy based on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thought that the industry should be the hub 
to curb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re not only very valuable 
developments of classical Marxism, but also enlightening to the present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untries.
Keywords：Trotsky; New Economic Policy; Trotsky-Zinoviev Opposition Faction; Stalin-Bukharin Alliance

苏俄建国初期、内战结束之后，实行了由战

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措施，对苏

俄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列宁的早

逝、领导人的变换以及客观形势的压力，苏俄领

袖们围绕新经济政策及其他重大问题展开了一系

列争论；这些争论虽然以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确立

而告终，但其理论意义并未终结。在当时的俄共

领袖和若干派别中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发生了怎

样的分歧，他们留给我们怎样的思想遗产和经验

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课题，也能

给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意义。国内学者

对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

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等人的相关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则缺乏系统的梳理

和评价。但只有把后者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在

充分比较的视域中才能把握托洛茨基、布哈林、

斯大林等人观点的分歧实质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

辩证性质。

一、首先提出新经济政策及其矛盾性质

直到列宁去世之前，列宁和整个老布尔什维克

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环节，它的意义、它的方向、

它的成败，只能在世界革命的视域中去考量。但

在社会主义革命仅发生在苏俄一国的困难时期，

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首先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它准备向其他国家的革命群众施以援手，但更期

待着获得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物质技术支

持。苏俄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争论

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展开的。

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开始并未采取类似战时共

产主义的政策，而是有一个逐步过渡的长期方案。

“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纲领并未规定要立即

没收全体资本家的产业。它只致力于普遍建立工

人对生产的控制，劳动者首先应该学会管理工作，

同时监督资本家经理……对经济的主要垄断部门

逐渐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把土地分给农民。

所有这些措施并未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社会结构

发生质量上的大变化。”[1] 然而，国内外敌对势

力的联手反攻使苏俄陷入内战，苏维埃政权摇摇

欲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

人、挽救苏维埃，苏俄政府采取了迅速改变俄罗

斯社会经济结构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的主要

特征是：全面国有化、外贸垄断化、食物配给制、

劳动义务制，商品交换、私人贸易和货币作用受

到极度限制，等等。总之，这是一种战争年代的

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它在抵御外敌、巩固苏维埃

政权上的确功不可没。但这是一种违背经济规律、

需要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政策，因此只能是临时

的权宜之计，不能行之久远。这在如今已是一种

常识。但在当时，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得了

暂时的巨大成功，在部分布尔什维克领袖那里也

的确发生过这样的想法：能否使它长期化，而成

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战争胜利之后经

济几近崩溃的残酷现实否定了这种可能，但当时

俄共党内没有一致地认识到这一点，直到喀琅施

塔得的暴动成为促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战时共产主

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导火索。

在这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是什么

态度？相关学者认为，托洛茨基的“左倾”观点

本质上是反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主要由

列宁提出，并得到布哈林的坚持，而列宁去世之

后托洛茨基在经济观点上与布哈林完全相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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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至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世界革命，斯

大林的许多主张同托洛茨基的差别并不大，有的

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托洛

茨基所坚持的只是上述几点，至于利用市场商品

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他

的支持。”[2]

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托洛茨基是反思战

时共产主义的先知先觉者，他比列宁更早地认识

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时效性并提出新经济政策。

高继文在《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

1919 年冬至 1920 年初，托洛茨基就已认识到必须

引入个人利益机制恢复国内市场，并在 1920 年 1
月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出了与后来的新

经济政策实质相符的两条政策，即以粮食税取代

余粮收集制和建立工农业间的商品交换。“但列

宁和中央委员会还沉浸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中，

以 11 票对 4 票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案。”[3]49 据

多伊彻的记述，当 1920 年 2 月托洛茨基带着美满

的希望前往乌拉尔视察劳动军时，一次相当意外

的列车事故陷于无人管理的境地，使他深深感到

人民的麻木和经济活力的匮乏，于是带着应给农

民经济自由的政策建议回到莫斯科。他用清晰的

措辞指出：“必须停止征用谷物，必须鼓励农民

多种粮食、出售粮食，还要使农民有利可图。”[4]

短短几句话透露出新经济政策的先声和雏形。但

他的建议遭到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拒绝，他们仍

对通过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抱有希望。

直到 1921 年 3 月，列宁决定转向新经济政

策，托洛茨基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托洛茨基的

传记作家多伊彻这样写道：“他满腔热情地投身

到新经济政策所提出来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

题中去；他决不用革命原教旨主义的三棱镜来透

视新经济政策……他运用他那振奋人心、滔滔不

绝的辩才为那并不令人欢欣鼓舞的‘退却’进行

辩护，并在 1921 年、1922 年共产国际的第三次、

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新经济政策阐释者的身份出

现。”[5]30-31 因此，可以说托洛茨基不但支持而且

比列宁更早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先声。

可见，正如多伊彻所说，托洛茨基并非固执的

教条主义者，他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但托洛茨基

强烈的思想个性也决定了从一开始他对新经济政

策就有某种独到的理解，尽管在新经济政策刚开

始时他自己的理解与列宁的观点还没有显出分歧。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在经济落后的

条件下利用一定的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帮助恢复

和发展经济，而且如上所说，它具有过渡性，即

这是为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准备条件。因

此，新经济政策在提出之始，就具有一种矛盾的

辩证性质，既有利用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使之

导向社会主义的方面。列宁把这种在苏维埃国家

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对于

资本主义成分占到什么程度是个临界点，或者“退

却”到什么程度是个底线，列宁也没有一个非常

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列宁本身对这个问题也

是在探索之中，他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包括

国际的革命形势，审时度势地进行确定。多伊彻

描述了列宁当时的困惑：“哪儿是退却的终点？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在公众集会上，工人反

对派向列宁抛出这个问题。列宁一次次许诺要停

止退却；而事变进程却一次次迫使他退却得更

远。”[5]24 这种情况自然为后来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在 1925—1926 年的争论中，托洛茨基 - 季诺维也

夫反对派（以下简称“托-季反对派”）和斯大林-

布哈林联盟实际上各强调上述矛盾中的一个方面：

前者强调社会主义方向，后者强调利用市场机制。

这两者本都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题中之义，关键

是“度”在哪里，列宁去世以后就成了一个问题。

列宁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其实也只开了个头，

有许多思想仅仅提出，还未来得及在实践中贯彻

实施。

二、两派总的分歧：对富农威胁的不同

估计

与“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问题一样，最先质疑

和反对斯大林 - 布哈林联盟的新经济政策的方向

问题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写于 1924—1925 年

间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中

有两章篇幅论述新经济政策，主要提出两点：一

是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不是像斯大林 - 布哈

林所说的那样是进攻、是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

二是新经济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已导致农村中农民

的分化，富农阶层的崛起使得资本主义复辟成为

可能，威胁到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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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问题，季诺维也夫的观点的确是与列宁

相一致的，列宁多次使用“退却”一词，有“退

却”也就意味着有“反弹”或“反攻”，也就是说，

从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能通到社会主义，它只是

一种必要的曲折和迂回，待到经济恢复、局势稳定，

必然要改变方向，才能通往社会主义。但斯大林 -

布哈林联盟不这样理解，他们把新经济政策也理

解为进攻的一种方式。比如，1926 年斯大林在《论

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说：“季诺维也

夫说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所有这些说法当然

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

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

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

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

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

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

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6] 布哈林的思路

也是与此一致的，即不认为需要什么改弦更张，

就在新经济政策这个既有平台上，就找到了渐进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斯大林说的这些措施在

当时并未真正做到，比如发展工业主要是 1928 年

以后的事，排挤私人资本在这一时期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斯大林 - 布哈林所说的通过新经济政

策走向“反攻”，在当时只是一种预期目标，尚

未取得实效。

托洛茨基对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

与季诺维也夫有较多一致之处，正是这种一致促

使他们结成联合反对派。比如，他也认为过度的“退

却”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认为农民的

分化导致富农的崛起。他反复强调，不仅要看经

济增长的速度，而且要看经济增长的方向，他在

1926 年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我说过而

且现在还在说，大丰收本身是作为一切发展基础

的创造性因素。但我还要重复一遍，在丰收的基

础上可以有两种发展：向资本主义发展和向社会

主义发展。一台好机车是个好东西，跑得越快越好；

但如果指针没有及时转过来，那就有翻车的危险，

而且机车开得越快，翻车的后果越严重。丰收犹

如一台正在疾驰的机车，如果工业这个指针不能

很好地摆正，那么翻车的危险性就很大。”[7] 这

个判断与季诺维也夫的论点是一样的。

相比而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比较强调资

本主义的威胁，认为目前所导向的不是社会主义

方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则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比较

乐观和有把握。在斯大林上面那段话中，典型地

表现了对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高度

信心，但托洛茨基的观点正好相反。托洛茨基认

为，在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酝酿着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的同时积累和斗争，如果

资本主义的因素占上风并反映在政治上（迟早要

反映在政治上），那么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权

被资本主义击败，因此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社会主

义因素对资本主义因素的优势并最终战胜它。这

种优势的保持既有赖于正确的经济政策，也有赖

于世界革命的发展。苏俄有无产阶级专政和军队，

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国营经济对经济命脉的

控制，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有正确的政策，在苏

俄国内社会主义因素无疑占有优势。但托洛茨基

认为问题在于，苏俄的私人资本背后有世界资本，

因此，最终能否由世界革命从根本上削弱这种私

人资本的国际靠山，就成为苏俄能否顺利走向社

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三、两派的核心分歧：富农路线与工业

化路线

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托 - 季反对派提出

压制富农，斯大林 - 布哈林联盟则对富农的发展

比较放松；特别是布哈林，强调发展和利用富农，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则相对而言比较折中。富农

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这一定性是列宁主义的基

本观点，两派并无分歧。列宁既强调利用和容许

富农，也强调对富农的警惕和压制。托 - 季反对

派指责布哈林代表富农利益和富农路线，实际上

是夸大了，这种分歧主要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使

然：布哈林认为利用富农发展经济是十分有效的

方式（这确实如此），而在苏维埃国家的控制下，

富农并无政治上主导社会路线的能力，因此并不

存在托 - 季反对派所估计的那种政治威胁。如布

哈林自己所说：“如果富农把自己的钱存入我们

的储蓄银行，这对我们并不是一种危险，因为我

们将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使用他的钱。而这些同

志（指反对派——引者注）说，这种‘长入理论’

是修正主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富农能够轻而

易举地战胜我们，等等。”[8] 另一方面，后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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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也夸大了布哈林路线，认为布哈林提出了经

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其实，布哈林

对市场机制的利用远未达到后来市场社会主义的

程度，而且在布哈林的预期中，这种市场机制至

多存在几十年时间，就应该达到古典马克思主义

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而绝不是一种漫漫无期的

过程。

虽然在对新经济政策的现实后果所作的判断

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存在着这种一致，

但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且托洛茨基比季诺维

也夫有更全面和明确的规划。托洛茨基有一种非

常独特，甚至与列宁都有所不同的思路。早在新

经济政策实行的初期，托洛茨基就不断强调一点：

发展大工业。1921 年 8 月，托洛茨基就在《就新

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问题致中央全会》一文中强

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能改变恢复和巩固国有化

大工业这个主要任务，应当以此为中心制定经济

计划。在 1928 年之前，托洛茨基不断阐述这个思

想，他认为发展工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本，

工业的发展虽要从农业中抽取资金，但工业的发

展一定不能落后于农业。他把工业和农业发展速

度的赛跑看作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两种

因素的较量：“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

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

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

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9]

列宁和其他领导人虽然提出发展工业，但并

未像托洛茨基这样重视发展大工业。他们没有充

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正是取

决于大工业的比重，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

实际上是大工业战胜农业。把问题提到这个重要

高度的，只有托洛茨基。在刚提出新经济政策时，

列宁期望通过外资的租赁来发展俄国工业，但外

资对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和惧怕心理使得这一计

划没有实现，所以就使大工业的发展滞后了，这

是新经济政策本身发展中的问题，超出了列宁原

先的预期。所以后来发展工业就越来越凸显为一

个重要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出托洛茨基的明智。

季诺维也夫虽然认识到实践中社会主义成分不明

显，需要真正转入“进攻”，但对于如何“进攻”，

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季诺维也夫及其“政

治孪生子”加米涅夫虽然十分反对农村中的阶级

分化，但并不认为这与工业有多大关系。因此，

1926 年《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指

出：“我认为加米涅夫同志修正案的不足之处在于，

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村分化说得似乎与工业无

关；然而，农民的分化及其速度的意义和社会比

重取决于工业与整个农村相比的增长和速度。”[7]

当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尚未

正式联合。1926 年中期托洛茨基与之形成联合反

对派之后，他们就汲取了托洛茨基关于发展大工

业的思想。

托洛茨基对于工农业关系的上述观点，跟托

洛茨基对农业和农民的观点有关。托洛茨基认为，

农民不是一个同质化的阶级，在新经济政策下其

必然产生分化，其中的富农即资产阶级。因此，“工

农联盟”在托洛茨基那里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而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的联盟。

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内涵。

但广泛地说，这也是列宁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多次说

过：“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

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10]；对于分化的农民，无产

阶级应当联合贫中农，而不是把农民作为一个整

体泛泛而论。只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

在经济战线上的“退却”，才使无产阶级和富农

的关系缓和下来。这是理解当时关于富农问题之

争的重要背景。

托洛茨基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农业不是社

会主义经济，任凭它的自然发展，必然会产生阶

级分化，积累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托

洛茨基把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视为苏联内部的社会

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如果国有工业发展了，

国家就有足够的力量扼制富农，并把贫中农团结

在无产阶级一边。加快工业化需要从农业中抽取

资金，但这会不会损害农民（贫中农）的利益呢？

托洛茨基论证指出，不会。因为如果工业发展太

慢，农民便不能以他们的实物和货币积累换取他

们所需的工业品，或只能以较高的价格换取工业

品，这对农民是不利的；反之，如果农民投入工

业的积累较多，工业给他们的回报也多，也就是

说能以较低的价格换更多的工业品，这对农民是

有利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农业的资金不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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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握在每个农民手里，而是主要握在富农和半富

农的手里，贫农手里空无一文甚至负债累累，因

此，说是从农业中抽取资金，其实是从富农和半

富农手里抽取资金，而让贫中农得利。因此，这

个过程实际是变相剥夺富农资金用以发展国有工

业，然后返过来回报贫中农的过程。如果不用这

个办法来发展工业，那么工业品的缺乏会使城市

和农村、工人和农民（贫中农）对立起来，在大

量的农村剩余产品集中在富农手里的情况下，他

们可以反过来扼住工人，贫中农在政治上将跟从

富农。因此，托洛茨基以剥夺富农来发展工业的

方法实际上可以有效地巩固工农（贫中农）联盟。

富农是新经济政策下必然会分化出的农村资产阶

级，贫中农的阶级属性则是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

他们跟从资产阶级还是跟从无产阶级要看无产阶

级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能让他们得利，是否足

以团结他们。如果对富农这一农村资产阶级不加

控制，那么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私人工业，并

与国家工业相抗衡，发展成为全面压倒社会主义

的经济因素，是完全可能的。

托洛茨基对工农业的上述思路，与布哈林正好

相反。在托洛茨基这里，大工业是剥夺富农反哺贫

中农的枢纽，是使富农利益流向贫中农的转化环

节。但布哈林的思路截然不同，布哈林把富农作

为发展经济（包括农业和工业）的主要和最终动力。

一方面，不需要通过国有工业，直接以国有银行

为媒介，就能使富农资金为贫中农服务。他说：

富农的多余资金将存在国有银行，而“我们将把

从资产阶级农民那里取得的资金，通过贷款方式

贷给各种中农组织，或者用另一种形式贷给贫农

和雇农。我们从富农那里所得到的额外财富，可

以用来真正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经济”[11]370。另

一方面，通过向富农征收高税收来作为发展工业

的资金——当然，发展工业并没有成为布哈林思

想的主题。布哈林说：“从小资产阶级、中等资

产阶级和私人资本方面所征取的各种税收正在增

加。我们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资金，都分配在国

家的各种需要上面，即用在我们的工业、文化建设、

苏维埃机关等等方面的需要上。”[11]369 按此思路，

为了发展国有工业，就必须首先使富农发财，以

至于使农民“发财吧”成为布哈林的一个著名口号。

也就是说，两者为了发展国有工业的方案截然不

同，特别体现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一者强调剥

夺富农，一者强调发展富农。但值得注意的是，

托洛茨基也只是主张剥夺富农，并不是剥夺农民，

相反，占农民主体的贫中农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

因此，认为托洛茨基剥夺农民发展工业的思路是

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这也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后

来的加速工业化方案的不同之处。而且托洛茨基

不是只提出剥夺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他也认为无产阶级即工人本身在国

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须作出巨大牺牲，并因此而

遭到了“工人反对派”的反对。总之，可以十分

明显地看出，在托洛茨基那里，发展一切经济的

动力之源是大工业；而在布哈林那里，则是富农。

这两种思路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

四、工业化与计划经济

托洛茨基发展大工业的观点使他在措辞上与

列宁有所不同。列宁把新经济政策下苏俄的资本

主义成分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也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托洛茨基则反

对这个词所蕴含的对于工业主导作用的忽视。

1925 年，即托洛茨基尚未加入季诺维也夫派的时

候，托洛茨基批评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国

家资本主义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继

续认为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这

种观点在两三年前曾经相当普遍，在 1923—1924
年争论时期更是一再被提出来过。这种观点的实

质在于认为工业是整个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这

一体系的其他部分还包括农民经济、财政、合作社、

由国家调控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等等。所有这

些由国家调节并监控的经济过程构成了国家资本

主义体系，它经过一系列阶段应当走向社会主义。

在这一构想中工业的领导作用完全消失了……这

一构想还产生了对国有工业的如下估计，即不把

它看做社会主义的基本杠杆，而看做国家资本主

义的从属部分。”[12] 把社会主义大工业看作自外

于并领导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先导，托洛茨基

这个思想不仅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思想不

同，也与列宁当初的理解有别。列宁晚年比较重

视农业合作化，主要是期望流通领域的合作化把

分散的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联系起来。“它

通过与国家签订合同，把分散的小农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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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业直接联系起来，使分散的小农经济具有

一定程度的计划性。”[13] 这种以农业合作化为纽

带联结工农业的思想，与托洛茨基以发展大工业

为核心联结工农业的思想自然是不同的，从而两

者对计划问题的理解也就不同。

根据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领导国家资

本主义的思路，新经济政策也可以是一种“进攻”，

而不仅是“退却”。从表面上看，这种判断与此

时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相同，而与列宁、季诺维也

夫把新经济政策定位为“退却”相反。但实质上，

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的“进攻”在内涵上截然不同，

一者要求以工业化“进攻”，一者则以富农经济

为主导的市场机制为“进攻”。所以，当面对农

村中阶级分化凸显、工业化发展不足的现实时，

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实际发展的判断就与列宁、

季诺维也夫等人一样：这是一种“退却”。

这种区别导致了他与列宁对国家计划问题的

不同观点。计划经济本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题中

之义，它与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并不

相同。但随着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市场的活跃，国家计划问题似乎也逐渐被淡化，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已名实不符。这时托洛茨基再

次强调“统一计划”的必要性，指出只有“统一

计划”才能把资源集中到重工业。托洛茨基不是

教条主义地认为应当实行无所不包的全盘计划，

而是认为可以先对国有工业实行全面计划，然后

根据条件的逐渐成熟，扩大计划的范围。他说：

“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有在国有化的基

础上，在不断努力于实际协调各经济部门之工作

并正确估计其结果的基础上，有了长期准备的管

理经验之后，才能确定。因此，最近时期的任务，

便只能是带有一般指示性并多半是准备性的。它

不可能以一个什么公式来确定，而只能使各个经

济领导机关，使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与实践，

能够经常锐敏地适应于市场情况与市场关系。只

有发展到最后，计划方法才能够也必须使市场服

从自己并从而取缔市场。”[14] 也就是说，最初是

以市场来校正和调节计划。接下来，托洛茨基指

出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在没有实行计划管理的

基础时，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调节，结果会导致

特种经济危机；二是在行政管理措施可较快解决

问题的情况下，仍以不经济的市场方法解决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渐进的辩证观。

高继文的《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批评

托洛茨基“忽视商业、市场关系在结合（指工农

的结合——引者注）中的作用，强调计划命令的

力量”[3]54，并不符合上引托洛茨基的原意。

但 1922 年之前列宁认为这种计划尚不成熟，

没有给予支持，甚至造成两人关系的一度紧张。

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列宁当时对国有化大工

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

系与托洛茨基认识不同，没有提到托洛茨基那个

高度。也就是说，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计划问题上

的分歧，源于对国有化工业观点上的分歧。直到

去世之前，列宁才赞同托洛茨基的计划化思想。

这一转变发生在列宁与托洛茨基共同反对放松对

外贸易垄断的观点之后，大概这一行动使列宁重

新思考了托洛茨基的某些主张。同时，列宁在去

世前的一段时间，也在其他多个问题上转而与托

洛茨基达成了一致：工农检查院问题、党的官僚

主义问题和格鲁吉亚问题。1922 年底，列宁在致

政治局的一封信件中指出：“（关于国家计划委

员会的优先地位）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

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

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也有合理

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实质上掌握

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

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我想，可以而且应当赞

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5]74 当然，随

着列宁的病倒和去世，这些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并未对实际产生作用。

五、托洛茨基与 1928 年后斯大林路线之

分歧

1926—1927 年，托 - 季反对派在政治上失败

进而解体，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理论冲突也日益凸

显。随着布哈林本身同样沦为失去权势的反对派，

1928 年后的斯大林急遽“左”转，厉行一条与布

哈林对立、与托 - 季反对派颇有几分相似的工业

化道路。斯大林的这种“左”“右”摇摆，使形

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即从原来主要由布哈林

在理论上主导的偏“右”路线转到比托 - 季反对

派更“左”的极“左”路线。对于斯大林的这种

转变，有人认为是斯大林观念上的原因，如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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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布哈林论稿》中所说：“斯大林之所以要

取消新经济政策，正是不能容忍市场关系的发展，

认为市场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

展。”[15]

显然，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观念上的原因，

如果仅是观念上的原因，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更

早的时候反对布哈林的思想呢？从当时的现实来

看，如托洛茨基所估计的那样，富农路线的抬头

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特别是 1927—1928 年冬

富农拒绝向城市交出食物这一现实，成为迫使斯

大林走向与布哈林对立的另一极端的重要导因。

正如多伊彻所评论：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斯大林比

繁琐哲学家布哈林强的地方，因为当斯大林感到

现实的危险时可以立即倒转方向而毫不受理论羁

绊，布哈林却做不到。而且，联系国际局势来看，

1928 年以后，在国际问题上普遍“左”转也是斯

大林的一个趋势，比如：在中国的国民大革命已

经失败之后仍然要求共产党在城市暴动；在德国

则拒绝使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形成阻挡纳粹上台

的统一战线，并谴责后者为“社会法西斯主义”，

等等。不联系这些复杂的实践背景，单从观念上

是不能准确理解斯大林的突然“左”转的。斯大

林实际感受到曾为托 - 季反对派再三警告的富农

压力，很可能促使他改弦更张，搬用了托 - 季反

对派的部分观点。

但这又导致了某种误解，似乎 1928 年后斯大

林的“左”倾路线与托洛茨基相差无几。事实并

非如此，1928 年后的斯大林路线与托洛茨基相比

不仅有量的差异，更有质的区别。

在工业化问题上，托洛茨基于 1926 年讨论

经济工作的中央全会上批评中央制定的工业化速

度太慢，他把工业化的速度拟定为产量每年增加

18% ～ 20%，这在 1926 年被斯大林批判为“超

工业化”。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1929 年通

过的‘一五’计划采纳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

‘最佳方案’，规定五年内工业增长率分别为：

21.4%、21.5%、22.1%、23.8%、25.2%。 这 比 托

洛茨基提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不少。”[3]53 这个时

候斯大林反斥托洛茨基为投降主义。这种“超工

业化”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条件的极端

恶化，由于急遽压缩工业化期限，增加了管理费用，

增加了浪费和损失，而这又是从工人的消费中扣

除的，换言之挤占了工人的消费。这种“超工业化”

与托洛茨基的观点貌合神离。托洛茨基认为：“工

业化节奏的加快必须通过社会剩余向生产性的社

会化经济领域的稳步转移而继续前行，也就是说，

实质上是通过非生产性开支的大幅削减而让中产

阶级（富农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期经营私人企业

者）和官僚来承担代价。”[16]52 在这个过程中，无

产阶级和贫农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应当改善，

工人在工厂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应得到加强，失业

应得以消除。

在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斯大林

1928 年后实行上述“超工业化”道路，紧接着于

1930 年实行强制集体化。强制集体化受到农民的

反抗，引起镇压，这也违背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主

张的自愿加入原则，与列宁根据农村生产力实际

水平而逐渐确定的农业合作化也不是一回事。按

托洛茨基的设想，农业合作社一开始就应建立在

机械化劳动之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社员的劳

动收益高于个体劳动者的收益，这样就能逐步吸

引农民自愿加入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说，列宁和

托洛茨基尽管对农业合作化的具体认知有别，但

都认为，从农业合作化到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必须

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在客观上符合生产力水平，

二是在主观上出于农民的自愿。但斯大林的农业

集体化完全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必然导致惨烈的

后果并以失败告终。

总之，斯大林的“超工业化”、强制农业集体

化不仅与托洛茨基的渐进政策速度不同，与列宁、

托洛茨基的民主原则更是背道而驰，对此的批评

成为托洛茨基流亡国外后的重要主题之一。斯大

林的路线其实不能以“左”或“右”简单概括，

但当时的大多数反对派没有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他们原来以为自己的反抗目标是斯大林和布哈林

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因而当斯大林突然转向极

“左”时感到迷惑，甚至感到自己的反抗失去了

意义。只有极少数较边缘的反对派认识到应反抗

的不仅是复辟倾向，更是官僚专政，因此他们继

续无保留地反对斯大林。而托洛茨基基本上处于

上述两种态度之间，还在审慎地对斯大林路线、

对苏联的蜕变程度及其前途作出新的探索和界定。

由于上述斯大林的极“左”政策违背规律，遭

到农民的反抗，因此后来不得不时时退却，即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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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部分的私有制，待危机缓和又进一步强制集体

化。斯大林就在这种“左”“右”摇摆中完成了

畸形的工业化，代价是劳动者的被剥夺和镇压。

计划经济似乎又在这种斯大林模式中得到了恢

复，但这是一种缺乏民主的计划，实际上是官僚

的指令性经济，与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列宁、托

洛茨基对计划经济的思想迥然相异。发展工人民

主不仅是工人国家的本质要求，而且单从经济角

度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也必须建立在民主讨

论的基础之上。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决定资源在

消费与积累以及不同的积累项目之间的配置，是

工人自治在经济领域的初步实现。托洛茨基在《处

于危险中的苏联经济》一文中对官僚的指令经济

讽刺道：“如果存在一种万能的智慧，这种智慧

能将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的科学猜想中，这种智

慧能同时记下自然和社会的一切过程，能测量它

们运动的动力，能预测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智慧能预先制定出一个无误的和

详尽的经济计划，从小麦的亩数到内衣的最后一

颗扣子。官僚经常设想它所支配着的正是这样一

种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轻易地使自身摆脱

市场的控制和苏维埃民主的控制。但事实上，官

僚在估计其精神资源时犯了可怕的错误。”[16]54

对计划经济的这种歪曲性实践不仅直接导致苏联

工农在经济上的被剥夺和发展上的不平衡，间接

地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乃至苏联的解体，也

导致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难以挽回的歪曲、

误解。

对布哈林不宜过度拔高，以至认为布哈林才

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不二继承者；同样，托洛茨

基也不是“先知”，托洛茨基视域中也有严重的

盲点（如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度依赖）。

但他的工业化思想，工人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思想，以工业为枢纽扼制阶级分化、实现工农业

平衡的思想，不仅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宝贵

的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这些思想曾长期被误解重重的分歧遮蔽了，厘清

这些分歧是敞开理论探讨的首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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